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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户农业风险管理措施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西爱琴,吕 品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 310018) 

【摘 要】基于浙江农户实地调查数据资料,首先分析目前浙江农户所采用的具体农业风险管理措施,然后借鉴国

外先进的方法并结合实际构建浙江农户农业风险管理的实证模型,对目前浙江微观农业风险管理措施的有效性进行

比较分析,揭示微观农业风险管理机制的运行、保障机理及其适用性。最后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建立适合浙江及我国

农户特点的风险管理策略及农业风险防范机制的建议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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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农产品市场国际化、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国的农业生产面临的风险日趋多样化、复杂化。是否能够有效防范、弱化农

业风险,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与国家安全。目前在我国,由政府、保险公司、中介组织、农业企业及农户等主体共同参与,涉及

产前、产中与产后各环节,包括灾前防范与灾后救济等内容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运行机制也逐步完善,可采用的农

业风险管理措施日益增多。但由于生产经营的产品的特性、生产方式不同,即使是相同风险管理体系下的农户所面临的风险因素

也会有所不同,故而农户所采取的具体风险管理措施也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例如,目前我国开展的农业保险主要是防范自然灾害

带来的产量变动风险,基本不能防范市场价格波动风险,而另一方面,“订单农业”能较为有效地应对市场价格风险,但是却很少

能顾及到产量风险。针对这些问题,考察农户所采用的具体风险管理工具(措施)的适用性,探究其运行机制和保障机理,不仅具有

重大的理论意义,还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 

有关风险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国外学者很早就予以关注,尤其是随着预期效用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一些预期效用模型,并

被大量用于研究风险条件下微观农业风险反应问题,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已经逐渐完善和成熟。其中大量采用规划模型,如二次规

划的均值-方差(E- V)模型及其线性替代模型,总绝对偏差最小化(MOTAD)模型等。由于 MOTAD模型在解决预期效用问题方面与二

次规划同样有效,不仅能充分描述微观农业生产的风险反应,其建模方法和运算也相对简便,并保留了二次规划模型的很多优点,

因而得到了广泛应用。 

就农业风险类型和来源而言,国际知名学者 Partrick等的研究表明,产量和价格变动是各国农业生产经营中普遍存在和最主

要的
[1]
。经营者个体特征(性别、年龄、风险偏好等)、农场特征(规模、种植还是养殖、产品种类及品种等)以及生产方式不同的

农场(户),其农业风险及具体管理措施有所差异。农场(户)通过成功地运用适当的风险管理策略可以提高自身抗风险的能力,如

多元化经营、签订生产合约、购买农业保险等。除了这些具体措施,综合的办法是通过垂直一体化来弱化农业风险。此外,合作

社在规避市场风险,保护农民利益方面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2]
。但是由于不同的风险管理措施各自有其适宜的范围和目标,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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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个体特征和农场特征存在差异,因此农民所采用的具体风险管理工具和策略不同。此外,相关成本、风险水平、不同类型

风险之间的交互作用及获取赔偿的渠道等因素也会影响农民风险管理策略的选择
[3]
。 

我国学者对于农业风险管理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我国农业风险类型、国外农业风险管理介绍与我国农业风险管理模式

及体制构建等宏观层面的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孙良媛等认为风险类型和来源的不同决定了风险管理方式的不同,需要多种形

式的风险管理手段,并在 2002年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较农户而言农业组织在改善农业生产者抵御风险能力方面具有优势,

因此要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4]
。张叶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不能有效化解自然灾害风险,其作用只在于化解市场价格风险,并且不同

产业化模式(市场+农户、龙头企业+农户、合作经济组织+农户)化解市场风险的条件与效果不同
[5]
。虞锡君认为农业保险与农业

产业化是互相促进的,应当基于两者的互动机制构建农业保险体制。栾敬东等提出了农业风险类型之间的关联性与风险管理方式

之间的孤立性是导致我国存在着农业高风险与农业风险管理低效率的根本原因。但上述分析多限于理论探讨,尚缺乏足够的实证

支持
[6]
。此外一些学者从微观视角来进行农业风险管理的研究。陈风波等研究了中国南方农户对干旱风险管理策略的有效性,如

多样化(地块多样化、作物多样化和收入来源多样化)、弹性化(适时调整插秧时间、作物种植和生产投入等)及消费平滑策略等。

结果表明这些策略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农户农业风险的弱化和防范,仅靠其自身力量是有限的,还需要政府和科研部门的共同

参与
[7]
。 

我国对于农业风险管理的研究较偏重于宏观层面,尽管近年来逐渐转向微观层面,但多以定性研究或描述性统计分析为主,

对于农业产业化、农业保险等具体的风险管理措施在稳定农民收入、化解农户农业生产经营风险作用的量化研究非常缺乏。而

浙江的订单农业及农业保险的发展都走在全国前列。基于浙江农户实地调查数据资料,首先对目前农户在实际生产中所采用的风

险管理措施进行说明,然后运用国际上广泛采用的模型方法结合浙江实际构建浙江农业风险管理模型(ZJ-ARMM)模拟参加农业保

险和订单农业这两项风险管理措施的有效性及其适用范围,并基于分析结果提出完善浙江及我国农户农业风险管理的措施。 

1 调查地区农业风险及管理状况 

笔者于 2005 年 4～ 6 月对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王家村和大泖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嘉善经济发达,是国家首批沿海对外开放

县(市)和“全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市)”之一。嘉善的农业也很发达,是全国商品粮、商品猪和淡水鱼生产基地之一,瓜菜、

蘑菇、畜禽、花卉、淡水产品等五大特色主导产业初具规模。 

王家村和大泖村的被调查农户数分别为 60 户和 40 户,大约为本村农户总数的 20%。虽然两个调查村的农业自然、地理、社

会和经济条件差异不大,但是受生产传统与习惯的影响,王家村和大泖村却分别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业生产结构和作物种植制

度。其中王家村农户主要以蔬菜尤其是大棚蔬菜的生产为主,而大泖村农户则以长毛兔和桑蚕等的养殖为主要生产项目。 

浙江嘉善王家村和大泖村由于自然、地理、气候等条件相近,因此所面临的风险状况相近。其中,种植业生产风险主要有:农

产品市场价格变动导致的市场风险,种苗质量问题、台风暴雨及干旱等自然灾害及植物病虫害等造成的产量损失,以及化肥等农

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快导致农户投入支出增加。本地农产品的销售渠道畅通,主要是由于当地的蔬菜特别是王家村的大棚蔬菜

生产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并有一定知名度,因此当蔬菜收获季节到来时,会有大量外地贩销商驱车到村里来收购,不用农户自己找

销路。但是由于是单个散户,农户之间没有形成联合,因此在与贩销商进行交易时,处于不利地位,缺乏讨价还价的力量。 

对于上述风险因素,农户采取了一定的防范和应对措施。例如,为了避免农产品市场价格不稳定带来的市场风险,有些农户适

当调整产品种植周期,错开农产品上市时间,避免产品集中上市带来的价格波动。对于由种苗质量引起的减产问题,农户一般是到

种籽公司索赔,但是索赔金额也只能达到当时购买种籽的金额。而对于台风暴雨这样的“天灾”带来的损失,农户缺乏有效的防

范和应对措施。两个村都由村集体统一修建了水渠等灌溉设施,以保证村民农业生产用水,因此可以比较有效地抵御干旱。而对

于植物病虫害,除喷洒农药进行防治之外,很多农户还采用减少化肥施用量而增施农家肥的办法,此外也通过采取适当的轮作方

式来改善土壤质地。调查中,农民反映最多的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太快,但是又没有任何办法,除非少用或不用。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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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王家村有不少农户加入了“惠民镇大棚蔬菜专业合作社”,但是在农业风险的防范和应对方面,合作社似乎并没有发挥作用。 

实地调查中农户提到的农业风险弱化措施,主要有:a)采用新品种;b)多元化种植;c)提高自身文化程度;d)收集市场信息;e)

采用订单农业方式;f)加入合作组织;g)政府的支持,包括修建水利设施、最低保护价等。另外在调查时笔者还就期货市场进行了

咨询,结果 90%以上的农民都没有听说过,仅有极少数从电视上得知,但是根本不了解。总体上,按照所选择的农户数量大小,样本

农户认为有效的风险弱化措施依次是:a)采用新品种;b)采用订单农业方式;c)提高自身的文化程度;d)多元化生产;e)掌握更多

的市场信息。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农业保险,很多农户表示只要有合适的品种就会参加;而绝大多数参加订单农业的农户都

认为这是一种较好的模式。因此下面就参加农业保险和订单农业两种措施的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 

2 农业风险管理有效性的模拟分析 

2.1 研究方法 

根据预期效用理论,农户农业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表现为既定预期收入水平下的风险最小,或者既定风险水平下的预期收入

最大。基于此,笔者借鉴国外农业经济界广泛采用的总绝对偏差最小化(MOTAD)模型,并结合浙江农业实际,构建浙江农户农业风

险管理的实证(ZJ— ARMM)模型。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式(1)中,TAD 是收入的总绝对偏差,y
-
h 表示某种自然状态下各生产项目中,实际收益水平小于样本平均水平的绝对偏差的绝

对值之和,chj是第 j 项活动在自然状态 h 下的单位实际收益,cj代表第 j 项农业生产活动的单位期望毛利润,xj是第 j 项活动的规

模,s 是自然状态的数量,h 的取值范围为 代表总期望毛利润 E,由方程(2)中的参数λ约束,其中λ是

一个变动的标量。aij为技术系数,表示生产单位产品所消耗的资源数量。bi为资源的限量,也即农户所拥有的 m 种农业生产资源

中第 i种资源数量。通过进行敏感性分析,可以得到参数λ的不同取值,从而可以确定一系列相对应的最大化的 E值。 

上述模型中,y
-
h是风险水平的度量,E 代表收益水平。由于可以同时求得多个不同水平的风险与收益的组合,因此生产者可以

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选择不同的风险收益水平所代表的生产项目。若出现高风险、高收益的组合,则表明农户是风险偏好的,反

之,若选择低风险、低收益的组合,则表明农户有风险规避倾向。因此,该模型的计算结果能体现农业风险水平、收益水平及风险

偏好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不仅可以对风险管理措施的有效性进行分析,从中也可以看出农户的风险偏好取向。 

需要说明的是,单位收益是指每单位(每亩/头/只/张等)的产量乘以市场价格,再扣除销售成本与直接成本之后的收益。实证

模型中相关指标的具体计算方法在下文“情景设计”中有详细说明。 

2.2 ZJ-ARMM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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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典型农户”构建 

要构建 ZJ-ARMM,首先要考虑代表性的问题。在实地调查中发现,虽然在同一地区的农户面临相同的自然、市场等风险因素,

所处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也相同,但是个体农民之间的经营能力存在很大差异。同时个体特征也会影响到生产者的风险偏好,

从而影响其生产决策及风险管理措施的采用,所以实地调查所涉及的单个农户的风险管理行为不能代表整个地区的基本情况。因

此,笔者实证分析所针对的农户不是某一具体的实际调查农户,而是构建的能代表本地区整体情况的典型意义上的农户,所谓“典

型农户”。  

考虑到“典型农户”的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笔者取各项指标的样本均值来表示该地区农户农业生产的基本特征,包括拥有的

劳动力、土地及资金等生产要素总水平、各农业生产项目所需的物质投入、劳动力投入等生产成本及单位产品产量、销售价格

等指标。 

从表 1可以看出,两个村典型农户的家庭总人口、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数量、总耕地面积、总耕地块数及户主受教育年

限等差别不大,但是在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以及农业资金投入方面却有较大差距,以大棚蔬菜经营

为主的王家村农户,在上述指标上都高于大泖村农户;并且两个村农户的耕地细碎化程度较高,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地理因素造

成的,因为有些农户拥有面积、数量不等的林地。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及成产决策者的户主文化程度均

偏低,只上过 6年多的学,没有受过完整的初中教育。 

 

2.2.2 “情景”设计 

由于王家村和大泖村农户的晚稻生产属于“合约生产”,且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加深,也会促

使农户与农业龙头企业之间的利益联结和利益机制创新,故而通过合同方式进行生产的农户数量会逐渐增加。同时目前我国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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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处于改革试点阶段,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农业保险会成为农户重要的风险管理手段之一。因此,笔者设计“合约生产”和

“产量保险”两个风险管理情景,模拟典型农户在相应情景下风险决策的优化反应,以实证分析农业风险管理对策的有效性。 

a)“合约情景”:在此情景下,农户各项生产项目的收益,会有一个最低价格作为支持。根据对农户的实地访谈,大部分农户

认为,通过签订合约,能够获得的最低收益不低于当地平均收益的 75%。 

b)“保险情景”:参照美国等国外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在该情景中,笔者假定农户所有种植业生产项

目都参加了农作物产量保险,当产量低于当地平均单产水平的 60%时,会按照平均单产水平的 60%获得赔偿;对于养殖业项目,简化

之,假定畜产品单位产量低于平均水平 60%以下的,都按照达到单位产量的 60%计算。在确定“典型农户”所需要支付的保险费水

平时,参照国外农业保险的保费水平并考虑到目前我国农户的承受能力,采用统一费率,为该项目单位期望收益的 1%和 5%两个水

平。 

单位期望收益的计算方法如下:第一,分别计算每个村各样本农户某种农业生产项目的单位纯收益,并将该项目按照单位纯

收益进行排序;第二,依次按照单位纯收益的大小将生产该生产项目的样本分为 5个区间,分别代表“很差”、“较差”、“中等”、“较

好”以及“很好”等 5 种情况,也就是 5 种自然状态;第三,统计单位收益落在每个区间内的频数,则该频数除以该产品样本总数

就代表每个自然状态发生的概率;第四,对该产品每个区间的单位收益按生产规模进行加权平均,就得到各区间单位收益的加权

平均值,也即各自然状态下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收益;第五,将各种自然状态的平均单位收益值乘以其相应的概率,加总求和之后就

可以得到该农业生产项目单位收益的数学期望值,即单位期望收益。 

然后,将各自然状态下的平均单位收益与上述求得的单位期望收益相减,就得到每个自然状态下的单位收益偏差系数,由于

有 5个自然状态,因此每种产品都对应 5个偏差系数;再将某产品项目各自然状态下的单位收益偏差系数与其规模相乘,并取绝对

值进行加总,就得到总绝对偏差,也就是该项目风险水平的度量。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偏差系数是各自然状态下的样本均值偏离总

体样本均值的程度,因此在不取绝对值的情况下,同一产品各自然状态下单位偏差系数之和应该等于零。 

2.3 结果分析 

2.3.1 “合约情景” 

a)风险与收益的互动关系。整体而言,与非风险管理情景相比,在“合约情景”下,典型农户农业生产的总收益水平有不同程

度的提高,相应的风险水平也呈现出不同的下降趋势。其中,“非风险管理情景”是指不采用风险管理措施情况下,农户从事农业

生产所需要的要素投入及风险、收益水平。 

浙江王家村农户最大可能的收益水平,从 26 683元提高到了 28 650元,增加了近 2 000元,而风险水平则稍有下降,从 2 507

元下降为 2 458元(见图 1、图 2)。而从其余各风险收益组合中也可以看出,与非风险管理情景下相比,王家村农户在进行合约生

产的情况下,取得相同的总收益水平,所面临的风险水平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表明,以蔬菜尤其是大棚蔬菜生产为主的王家村农

户,如果采用合约生产,稳定农产品价格,则农业生产的总收益水平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且风险水平有所减小。 

图 3、图 4显示,大泖村农户在“合约生产”情景下,最大可能的总收益水平可以达到 25 607元,比不采用合约生产情况下的

总收益(23 047元)提高了约 2 600元,提高幅度大于王家村。而相应的风险水平,从非风险管理情景下的 3 013元下降到了 2 996

元。同时对比非风险管理与“合约生产”情景下的各风险收益组合,可以发现,就相近的风险水平而言,在“合约情景”下的总期

望收益水平要高于非风险管理情景,而就相近的总期望收益水平而言,所对应的农业风险水平在“合约情景”下均低于非风险管

理情景。因此,在“合约情景”下,大泖村农户可以在较低的风险水平下取得较高的农业生产总收益,合约生产有利于大泖村农户

弱化农业风险并提高农业生产的总收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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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要素投入与风险收益水平的互动关系。就要素的投入水平而言,整体上两个村的农户在“合约情景”下,投入与非风险管

理情景下相同的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可以获得更大的农业预期总收入水平,表明农业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得到了提高。 

 

 

在“合约情景”下,王家村农户劳动力和资金在多数情况下都构成约束,表明以蔬菜尤其是大棚蔬菜生产为主的农业经营,不

仅耗费较多的劳动,也需要较多的资金投入。同时,如图 2 所显示,在总收益水平达到 26 000 元以后,风险收益水平的增加,却不

需要相应物质投入和劳动投入的增加,这表明在“合约情景”下,王家村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总收益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农户的风险偏好。如果农户对农业风险持有偏好的态度,则在不增加劳动和资金投入水平的情况下,仅选择风险性较大的生产

项目组合,就可以显著增加农业生产的总收益水平。 

从图 3和图 4显示的要素投入水平与风险收益的关系来看,与非风险管理情景相比,在“合约情景”下,大泖村农户的劳动力

在总收益水平达到 22 100元的时候构成约束,表明以养殖业为主要经营项目的大泖村农户,如果要在农业生产上获取更高的收益

水平,就需要投入较多的劳动。对于资金投入而言,在收益水平为 22 100～ 23 500元之间,投入的资金水平接近但并没有达到所



 

 7 

允许投入的资金最大值。这表明,在大泖村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中,劳动的边际收益要大于资本的边际收益。 

2.3.2 “保险情景” 

a)不同保费水平。就不同保险费率对农户收益的影响大小来看,王家村典型农户在 1%和 5%的保险费率情景下,最大可能的农

业总收益水平分别为 27 831 元和 27 508 元,相差 300 元左右(见图 5、图 6);大泖村“典型农户”在 1%的保险费率下,最大可能

的收益水平为 25 151元,而 5%的保险费率下为 24 888元,相差大约也是 300元左右,如图 7和图 8所示。 

 

 

b)非风险管理情景与“保险情景”。与非风险情景相比,在“保险情景”下农户的农业风险总水平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而收益

水平却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且在保险费率为 1%的水平下,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最大可能的收入水平要高于 5%的保险费率所对应

的最大化收益。 

在 1%和 5%的保险费率情景下,王家村农户最大可能的农业总收益水平分别为 27 831元和 27 508元,高于非风险管理情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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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可能的收益水平,增加幅度分别为 1 100 元和 900 元左右。从图 5 和图 6 显示的各风险收益组合的互动关系来看,在“保险

情景”下,王家村农户如果面临与非风险管理情景下相同的风险水平,则可以获得更高的农业总收益水平。表明农业产量保险在

提高王家村农户农业生产的总收益水平并弱化其经营风险方面,效果较为显著。 

大泖村“典型农户”在 1%和 5%的保险费率下,最大可能的收益水平分别达到了 25 151元和 24 888元,比非风险管理情景下

23 047 元分别增加了 2 104 元和 1 841 元(如图 7、图 8 所示),表明大泖村农户的农业生产中,如果能够对各生产项目进行产量

保险,则农户的总收益水平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同时,相同的资本和劳动投入水平下,在“保险情景”下,大泖村农户可以获

得比非风险管理情景下更高的农业总收益水平。 

2.3.3 “保险情景”与“合约情景” 

就最大化预期收益的增加幅度而言,王家村农户在“合约情景”下的农业总收益水平,可以比非风险管理情景提高 2 000 元

左右,而“保险情景”中,在 1%和 5%的保费水平下收益的增加幅度分别为 1 100元和 900元左右,小于“合约情景”。表明以大棚

蔬菜生产为主的王家村农户,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对总收益的影响要大于产量变动,或者说,王家村农户所从事的农业生产项目,产

量水平的波动要小于价格波动,因此“合约情景”比“保险情景”更加有效。 

大泖村“典型农户”在“合约情景”下最大可能的农业生产总收益水平,比非风险管理情景下提高 2 600 元左右,而在“保

险情景”下,按照 1%和 5%的保险费率,收益的增加幅度分别为 2 100元和 1 800元左右,略低于“合约情景”。表明大泖村农户的

农业生产项目中,各产品的价格和产量波动幅度都对农户的总收益水平产生一定影响,但是价格波动的作用较大。 

3 结论与启示 

第一,有效实施农产品产量保险或事先签订生产合约,均有助于农户弱化农业风险水平,并能够稳定和提高农业生产的总收

益水平。但是这两种不同的风险管理策略适用性不完全相同,也即对于不同特征的农户所起的作用大小有所不同。对于从事蔬菜

种植和肉猪等养殖业的农户而言,合约生产的作用要稍大于产量保险。 

第二,不同的保险费率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收益水平。相对于较低的保险费率而言,在较高的保险费率水平上,农户的最大化

收益水平要有所降低,但是就降低的幅度而言,不同的农户略有所不同。由于笔者所调查的两个村在地理位置等方面较相近,因此

哪种类型的农户对保险费率的反应更敏感,还有待进一步实证分析。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适当的财政补贴的方式,降低保险费率,

不但提高农户参与率和保障水平,还会稳定农户的农业生产收益。 

第三,农户所经营的项目特性决定了其面临的农业风险水平,由此也决定了所采用的风险管理策略。一般来说,相对于产量而

言,养殖业和蔬菜生产的市场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因此农户比较有效的管理对策是通过签订生产合约,稳定销售价格;而粮食等大

田作物而言,产量保险是比较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 

第四,在农户采取上述有关农业风险管理对策的同时,鉴于单个农户在弱化农业风险能力的有限性,政府也应该在降低农业

风险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宏观层面上完善农业风险政策与管理体系,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a)在发展

农业保险方面,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适当增加保险品种并通过适当的财政补贴的方式,降低保险费率;b)健全灾害救助制度,

改革农业支持政策;c)健全农业信息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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